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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我國在推動民主法治方面不遺餘力，惟在選舉過程中，仍無法避免

賄選等弊端發生，候選人不時以金錢、招待旅遊及餐會等方式來行賄選民，賄選

方式亦隨著各個時代不斷推層出新，防不甚防。再者，我國歷年來曾舉辦過無數

次之選舉，其中包括基層選舉與全國性各種不同層級之選舉，各層級選舉無論在

選區大小、選舉方式、當選人數及投票人數等方面各異，甚至在當選後，其權力

義務也不盡相同，因此本文將針對賄選方式與參選層級對行賄者量刑之影響進行

研究，以瞭解法官量刑時考量之因素及依據。 
本文採內容分析法進行，排除部分賄選類型後，以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近 5 年臺灣各地一審賄選案行賄者有罪之判決案件共 157 件為樣

本。分析結果發現，在主刑及從刑方面，有期徒刑宣告刑遠低於法定刑、併科罰

金比例偏低及緩刑比例偏高。至於顯著影響量刑結果之因素，包括：行賄人數、

查扣金額、法定因素中《刑法》第 57 條酌量刑度、59 條其情可憫及《選罷法》

第 99 條自首自白減刑、非法定因素中被告身分等。參選層級、政黨、被告性別

及當選與否等因素不會影響法官量刑。 
本文提出四點建議如下：（一）訂定明確之賄選行賄罪緩刑標準、（二）量刑

理由應明確記載、（三）扮演角色、受賄人數、被告身分、查扣金額、每票行賄

價值可納入賄選行賄罪量刑考量因素。 
 
關鍵字：賄選、行賄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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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賄選文化等相關議題，法務部曾委託「臺灣透明組織」1於 2011 年 6 月

17 日至 6 月 26 日間，結合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公司進行「臺灣地區廉政指標民

意調查」2（表 1-1），該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於 3 種違反廉政行為（賄選、關

說、送紅包）的評價，以「選舉賄選」居 3 種違反廉政行為之首，平均數為 6.41
分（其次是關說的 5.70 分，和送紅包的 4.46 分）。連續 3 年的調查（表 1-1），民

眾均認為「選舉賄選」是我國違反廉政行為中最嚴重之情事（2011 年為 6.41 分、

2010 年為 6.89 分及 2009 年為 6.66 分）。由此可見，我國選舉制度長期以來均受

賄選影響，賄選則係民眾最為詬病之處。 

表 1-1  2009-2011 年法務部違反廉政行為嚴重程度民意調查結果 

2011 年 6 月 2010 年 7 月 2009 年 6 月 
不當行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臺灣選舉賄選的情形 6.41 2.85 6.89 2.80 6.66 2.85 

民眾到公家機關辦事情請人關

說的情形 5.70 2.80 5.81 2.87 5.73 2.85 

一般民眾到公家機關辦事情送

紅包的情形 4.46 3.23 4.48 3.21 4.24 3.10 

資料來源：法務部「2011 年臺灣地區廉政指標民意調查第一次調查報告書」 

我國選舉層級及種類眾多，舉凡有正副總統選舉、縣市長選舉、鄉鎮市長及

農漁會等各種選舉，正因選舉層級不同，牽涉到當選人權力、選舉區域、選舉人

數、當選方式及競爭情況各有不同，進而影響候選人賄選之機會成本，成為決定

是否進行賄選的關鍵因素。 
再者，選舉層級的不同，對賄選量刑可能造成影響。一般而言，中央層級選

舉，為社會及民眾關注之焦點，當選者擁有較大之權勢，且牽涉到各政黨政權鞏

固及維持政治版圖，各政黨將會透過政治力來干預司法判決，影響量刑；再者，

                                                 
1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個全球性打擊貪污腐敗的非政府組織

（NGO），1993 年間成立，國際秘書處設在德國柏林，目前共有 90 多個分會，2002 年「國際

透明組織」成立在台灣的分會，稱為「台灣透明組織」，它不斷宣導貪腐所造成的破壞，並與

政府、商界和民間合作制訂和實施有效的措施，解決貪腐問題。 
2 統計資料出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務部 2011 年台灣地區廉政指標民意第一次調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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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層級選舉之參選人均為社會菁英，擁有富豐的資歷及人脈，參選人亦會透過

本身人脈及其影響力，影響司法判決；最後，因中央層級選舉茲事體大，法官判

決時必當審慎為之，若無具體及充份證據，不敢貿然定罪，即便定罪，刑度亦不

高；反之，村里長等基層選舉，由於參選層級不高，亦不為社會及政黨所關注，

候選人也沒有豐富的人脈及政治資源，無法透過政治影響力來干預司法判決，法

官自當可排除其他因素，進行判決。 
量刑一直以來係司法審判上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由於每位法官生活背景及

經驗的不同，造成不同執法者，對於案情類似的被告，難以為相同之量刑；甚至

相同的司法人員，在不同的時點，也可能因為情緒或經驗之轉變，對於案情相類

似的被告科以不同的刑罰。 
量刑歧異之情況各國皆見，對於各類型犯罪都有可能發生量刑不一之情況。

由於各類型犯罪法律中均有明文規定其構成要件3及法定刑，不同之處在於法官

的自由裁量權，造成宣告刑之不同。由於每位法官均係獨立個體，各具其獨立思

考能力，造成面對相同案件時，每位法官觀點不同，客觀性將遭質疑。更有些法

官可能有主觀定見，影響判決結果，產生對被告不公之情況。究竟法官在審理賄

選案件時，除了考量法律因素外，是否仍會考量參選層級與賄選方式等因素、各

地方法官判決依據及結果是否有所不同，值得探討。 

貳、賄選量刑的相關文獻 

一、我國賄選與司法判決現況 

所謂賄選，意指「以金錢或物品換取選票之行為」（呂亞力，1982）。另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期約或交

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即觸犯賄選罪，

顯見賄選行為係由犯罪主體、犯罪客體、犯罪行為及對價關係等 4 個要件所建構

而成。 
賄選案件之所以有別於一般殺人、強盜等刑事案件，乃因賄選案無直接之受

害人，所侵害之對象為國家而非自然人，行賄者及受賄者均非受害者，需由檢察

官提起公訴，導致賄選案件具有極高之隱密性，一般人無從得知，再加上隨時間

的演變，賄選態樣甚多，更增加蒐證之困難性，使得檢調單位很難提出充足證據

舉證候選人賄選，賄選案件產生了極高之「犯罪黑數」，許多賄選案件根本沒有

進入司法偵查及審判的階段，使得真正遭到檢調偵辦之賄選案件，僅係冰山一

角，再加上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由於政策或人為處理的影響，數量會逐漸減少而

產生所謂「刑事司法漏斗效應」（funnel effect）的現象，漏斗顧名思義，入口寬

                                                 
3 構成要件具有兩種層面的意義：一是指在大陸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則之下，刑法典所規定構成各

式犯罪的要件，包括了不法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及罪責要件；二是在犯罪理論學說上較狹義

的構成要件要素，可分為客觀及主觀的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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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出口狹窄，刑事司法體系4對犯罪事件之處理亦有如漏斗一般，進來的多，

最後從底端出去的少，犯罪黑數與刑事司法漏斗效應使得刑事司法體系預防或嚇

阻犯罪的功能大受影響而減低（許春金，2010）。 
例年來，檢調單位偵辦過為數不少之賄選案件，其主要法令依據為《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該法中原先規定賄選行賄罪責為本刑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政府

為防止賄選案件一再發生，特於 2005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修正後之《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修法後將賄選行賄罪本刑提高為 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藉

此希望嚇阻賄選之情事發生，惟近年來我國賄選案件並未明顯減少，我國過年十

年觸犯選舉罷免法而遭一審法官判刑有罪之情況如下（表 2-1）。 

表 2-1  2002 至 2011 年觸犯選舉罷免法遭一審判決有罪之情形 

 

年  度 

判決

有罪

人數 

六月

以下 

逾六

月至

一年 

逾一

年至

二年 

逾二

年至

三年 

逾三

年至

五年 

逾五

年至

七年 

逾七

年至

十年 

緩刑 6 

月以

下 

緩刑

6 月

以上 

2002年 665 564 74 26 1 0 0 0 284 35 

2003年 571 444 86 38 2 1 0 0 163 33 

2004年 78 65 9 3 1 0 0 0 31 7 

2005年 329 257 46 24 2 0 0 0 127 38 

2006年 1145 701 158 224 14 48 2 0 292 251 

2007年 315 84 26 145 8 51 1 0 33 127 

2008年 290 52 17 165 6 50 0 0 18 151 

2009年 120 36 3 62 3 15 1 0 22 52 

2010年 900 79 31 665 25 98 2 0 47 617 

2011年 858 57 30 608 22 138 3 0 17 581 

總計 5271 2339 480 1960 84 401 9 0 1034 1892

資料來源：2002 年至 2011 年司法院統計年報。 

上開統計資料係指違反選舉罷免法遭一審法官判決有罪之案件，雖選舉罷免

                                                 
4 刑事司法體系指的係包括警察、調查、檢察、法院及矯治等單位；1967 年，美國「總統執法

與司法行政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在「自由社會中犯罪之挑戰(The Challenge of Crime in a Free Society)一書中，首先提到「刑事

司法體系」一詞，隨後即被廣泛接納和使用。(許春金,2010,犯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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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要規範之對象為行賄罪，惟其中仍包含部分受賄罪5及以言論或暴力介入選

舉之罪責，不過涉及此類型案件數並不多；由於我國官方資料中未有特別針對賄

選行賄罪進行相關統計，故無法取得賄選行賄罪量刑之相關資料，僅能參照我國

司法院針對違反選舉罷免法遭一審判決有罪之資料，茲先述明。 
2005 年 11 月 30 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加重賄選罪責後，如表 2-1 所示

地方法院針對賄選案件判處 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比例攀升，尤其近 2
年（2010 年及 2011 年）明顯可看出法官對於賄選罪量刑有加重之情況；其次，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明定賄選罪可判處 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近 10 年內並無任何被告遭處以 7 年以上之重刑，顯見法官對於賄選罪仍不科

以重判；再者，近 10 年來有罪之賄選案件中，以判處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人數

為最多（2,339 人），占 44.36%，若統計判決 2 年以下有期徒刑者（4,779 人），

比例更高達 80.63%，顯示賄選罪量刑有偏低之情況。最後，近 10 年總計共有 5,271
人遭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其中有 55.5%給予緩刑之宣告。 

二、影響賄選罪之量刑因素 

1.參選層級 
我國選舉制度主要可分為公職人員選舉及非公職人員選舉，公職人員選舉方

面，若依選舉層級分之，則可分為正副總統選舉、中央公職人員選舉及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 3 類，若依選舉類別分之，則可分為正副總統、立法委員、直轄市長、

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直轄市議會議員（包括正副議長）、縣市議會議員

（包括正副議長）及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包括代表會正副主席）等 9 種選舉；

其中正副總統選舉則適用《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相關規定，中央公職人員

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則統一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相關規定。 
非公職人員選舉部分，我國對於幾項影響民眾甚鉅之非公職人員選舉亦有頒

布法律詳加規範，如農會選舉、漁會選舉及農田水利會選舉；其中農會選舉適用

《農會法》、漁會選舉適用《漁會法》，農田水利會選舉則適用《農田水利會組織

通則》之相關規範。 
綜合前述各種法規與選舉種類，考量其選舉性質、選舉規模、選區大小及選

民人數後，歸納出「正副總統選舉及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縣市層級選舉」、「鄉

鎮市層級選舉」、「村里層級選舉」及「非公職人員選舉」5 類參選層級（圖 2-1），
由於參選層級不同，運用政治力及人際關係影響力介入程度亦不同，也可能對司

法量刑產生不同影響。 
 

                                                 
5 針對一般選民受賄罪，主要規定於《刑法》第 143 條投票受賄罪中。另《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 84 條第 2 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7 條第 2 項則規範候選人受賄罪；《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100 條第 1項則規定正副議長、代表會正副主席選舉之投票受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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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我國選舉分類與層級 

 
2.賄選方式 
台灣目前現況，賄選方式可分為行賄方式、行賄階段、每票價值、查扣金額

及受賄人數等項目。由於賄選方式之不同，其行賄者犯意、可責性、惡性及侵害

國家法益程度不盡相同，足以影響法官量刑之認定。一般而言，在價錢一樣的情

況下，現金行賄的量刑可能高於物品或服務，因為國人送禮飲宴為「人情文化」

之一部分，有法律上模糊之空間，但除婚喪喜慶之外，贈予現金並非我國人情世

故之一部分，法官審酌時，送禮或能以文化角度理解之，但交付現金則難以人情

文化合理化；此外，現金的流通性高，行賄犯意更為具體，也更顯示行賄者引誘

受賄者之目的；最後關於行賄金額越高、遭查扣金額越大及受賄人數越多者，均

能顯示被告犯意明確且惡性重大，可責性亦較高，意圖影響選舉結果，因而容易

遭法官重判。 

3.法定因素 
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普通法補充特別法之原則，若特別法中已有明文規

定，優先適用特別法規定，而特別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則適用普通法規定。在賄

選罪部分，基本法為《刑法》，其中關於量刑的包括《刑法》第 57 條酌量刑責、

59 條其情可憫、第 47 條累犯加重等；特別法部分，影響量刑的包括《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第 86 條、第 97 條及《公職人員舉選罷免法》第 99 條及第 111
條自首自白減刑，《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第 99 條、《公職人員舉選罷免法》第 113
條選務人員加重其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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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以外因素 
針對影響法官量刑因素之議題，在我國已有不少學者進行研究，除了法律因

素外，曹金生等學者另提出法院因素、被告因素、被告家庭因素、社會輿論因素、

外來干涉因素及法官本身因素等 6 種非法律層面因素，認為足以影響法官量刑之

判斷（曹金生，1996；周愫嫻、黃朝義等，2003）。 
在過去的研究中亦顯示，在觸犯相同的犯罪行為時，女性比男性獲得的刑罰

更輕（Steffensmeier etal.，1993；Bickle and Peterson，1991；Daly，1987；Kruttschnitt 
and Green，1984；周愫嫻，1998），民間司改會6及台北律師公會委託台灣大學法

律系王兆鵬教授、台北大學統計系林定香教授及中研院社研所楊文山主任針對

「竊盜罪」量刑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量刑將隨著犯罪地區、被告個人及法官

個人等非法律層面因素影響，一般在非都會地區偷竊，較易獲判緩刑；女性被告，

較易獲判輕刑（王兆鵬、林定香、楊文山，2004），顯見被告個人及犯罪地區等

因素均影響量刑之結果。本文加入地區及被告個人為變項因素，瞭解這些非法律

層面對賄選罪量刑造成之影響。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範圍 

為求在相同法定刑度下比較法官量刑結果，本文僅針對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99 條之賄選案件進行研究，主要原因為歷年來違反觸犯該條文之賄

選案件數最多。再者，觸犯該條文之案件，含括立委、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

市長、村里長等各層級選舉，具有不同層級之代表性。 
我國曾於 2005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修正後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法後

增加賄選罪之刑責，將原先本刑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 3 年以上，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為避免法律修正前後刑責不一對本文產生影響，故本文僅將針對 2005
年 11 月 30 日修法後之賄選案進行研究。 

賄選罪牽涉到行賄者及受賄者 2 層面，本文僅針對行賄者進行研究。又因賄

選罪中預備犯及幫助犯刑責較輕，多數獲得緩起訴或緩刑之裁罰，此亦不列入本

文範圍中，本文僅探討正同共犯。 
 
 
 
 

                                                 
6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Judicial Reform Foundation)，成立於 1997 年，其成員包括律師、

學界、民意代表等，積極推動司法改革，認為改革必須由下而上，經由民間的推力，才足以使

得改革的夢想成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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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本文探討之犯罪類型及所違反之法律條文如下（表 3-1）： 

表 3-1 本文之行賄罪條文 

法條規定 犯罪態樣 法定刑 

《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99 條
第 1 項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二、研究分析架構與假設 

本文分析架構圖如下（圖 3-1）： 

 

 

 

 

 

 

 

 

 

 

 

 

 

 

圖 3-1 分析架構 

根據圖 3-1 的內容，本文可成立以下研究假設： 
1.在控制法定因素、地區、犯罪行為人因素後，參選層級愈高者，量刑愈低，如

中央級選舉及縣市級選舉，較容易遭法官輕判；反之，參選層級越低者，如鄉

鎮市選舉及村里級選舉，較易遭法官重判。 
2.在控制法定因素、地區、行賄者個人因素後，賄選方式不同，將會對法官量刑

造成影響。在考量行賄者之犯意、可責性及侵害國家法益的情況下，行賄方式

越具體明確，越易證明其犯意，如以現金賄選，量刑將高於禮品或旅遊。再者，

每票價值越高、行賄人數越多及查扣金額越高者，其量刑都將較高。 

賄選方式
行賄方式、行賄人數、每票價值及查扣金額等

刑法酌量、加重或輕減因素
第57條酌量、第59條其情可憫

參選層級
中央級選舉、縣市級選舉、鄉鎮市級選舉

村里級選舉

判決刑度

犯罪行為人因素
政黨、身分及性別等

選罷法加重或輕減因素
自首、自白減輕、選務人員加重。

地區因素
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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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取樣 

本文將針對判決書進行內容分析法研究，以一審賄選有罪之判決書為母體，

再從中隨機抽樣取得合適之樣本數，針對判決書內容進行閱讀及瞭解，根據本文

目的，將判決書內容編碼（coding）。 
研究樣本方面，本文以司法院之「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的「判決書查詢」

作為蒐集工具，勾選「判決」為裁判類別，檢索字輸入「選舉罷免法」及「選罷

法」等字樣，再從中剔除正副總統賄選罪及無罪等非屬本文範圍之個案，其搜尋

日期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5 年來各地針對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一審判決有罪之行賄案件判決書為母體，母體數共計有

775 件，計算出各地方法院判決案件之比例，依比例搭配亂數表進行分層隨機抽

樣，本文隨機選出 157 件，其比例約為母體數之 20%，選出之樣本將足以代表母

體進行研究。 
取得判決書後，本文擷取判決書中有用之相關資訊，將這些文字轉化為數

碼，進行編碼，計算出其出現頻率以瞭解彼此間之關聯性。本文的自變項為參選

層級、賄選方式及各種法律層面及非法律層面因素，判決結果為依變數。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基本特性 

本文查詢全國包含離外島共計 21 個地方法院判決書，共取得 157 件樣本。

母體及樣本分布情況如表 4-1： 

表 4-1 各地方法院賄選罪有罪判決分佈情形 

法院名稱 母體數 樣本數 
基隆地方法院 6(0.77%) 1(0.64%) 
臺北地方法院 3(0.38%) 1(.064%) 
士林地方法院 7(0.90%) 2(1.27%) 
新北地方法院 40(5.16%) 8(5.10%) 
桃園地方法院 43(5.54%) 9(5.73%) 
新竹地方法院 34(4.38%) 7(4.46%) 
苗栗地方法院 50(6.45%) 10(6.37%) 
台中地方法院 39(5.03%) 8(5.10%) 
彰化地方法院 107(13.80%) 21(13.38%) 
南投地方法院 33(4.25%) 7(4.46%) 
雲林地方法院 79(10.19%) 1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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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地方法院 69(8.90%) 14(8.92%) 
臺南地方法院 55(7.09%) 11(7.01%) 
高雄地方法院 98(12.64%) 20(12.74%) 
屏東地方法院 0 0 
宜蘭地方法院 17(2.19%) 3(1.91%) 
花蓮地方法院 45(5.80%) 9(5.73%) 
臺東地方法院 20(2.58%) 4(2.55%) 
金門地方法院 11(1.4%) 2(1.27%) 
連江地方法院 0 0 
澎湖地方法院 19(2.45%) 4(2.55%) 
總計 775 157 

屏東地方法院及連江地方法院在該段期間內，並無違反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

遭判有罪之案例，彰化地方法院針對賄選罪有罪判決之案件數為 107 件最多，再

者則為高雄地方法院 98 件為次。比較本文之樣本與母體，比例相近。 

二、判決結果 

表 4-2 顯示樣本科處有期徒刑平均日數為 753.29 天（約 2.06 年），標準差

為 328.514 天，遭判最輕徒刑為 0 天（即免刑，其中包含 2 件為偵訊中自白而查

獲其他共犯，另 1 件為自首查獲其他共犯，均依選罷法第 99 條規定免除其刑，

惟仍屬有罪之判決，故列入有效樣本中，在此敘明），最重徒刑為 2,190 天（6
年）；褫奪公權平均日數為 1,043.55 天（約 2.86 年），標準差為 409.495 天，最

輕褫奪公權為 0 天、最重褫奪公權為 2,190 天（6 年）；罰金平均金額為新臺幣

（下同）5 萬 5,060 元，標準差為 53 萬 999 元，罰金最少金額為 0 元（即未遭法

官判處罰金），最高金額為 800 萬元；緩刑平均為 913.66 天（約 2.5 年），標準

差為 691.173 天，最輕緩刑日數為 0 天（即未遭法官判處緩刑），最高緩刑日數

為 1,825 天（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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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賄選行賄罪判刑結果 

類別 
個數 

有效值 扣除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短日 最長日 

有期徒刑(日) 385 0 753.29 328.514 0 2,190 

褫奪公權(日) 385 0 1,043.55 409.495 0 2,190 

罰金(千元) 385 0 55.06 530.999 0 8,000 

緩刑(日) 385 0 913.66 691.173 0 1,825 

三、影響量刑之各種因素差異分析 

本段透過「t 檢定」（t-test）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等

統計方式，檢驗各自變項單一對依變項（四種類型：是否判處有期徒刑、是否褫

奪公權、是否給予罰金、是否緩刑）之影響，並針對統計顯著之變項，進行 Scheffe
事後比較，其結果摘要參照表 4-3。表中顯示，若以現金賄選，被褫奪公權之可

能性大餐飲賄選。每票賄選價值超過五千元者，被褫奪公權的可能性也較大。若

有查扣金額超過一百萬者或行賄人數超過 50 人者，則處以有期徒刑、罰金可能

性高，但處以緩刑者機會低。行賄角色為操盤主導者、犯後態度差、不認罪、未

自白者獲處各種刑罰可能均高。 

表 4-3 各自變數處以有期徒期、褫奪公權、罰金及緩刑等刑罰之可能性 

 有期徒期 褫奪公權 罰金 緩刑 

賄選方式 不顯著 現金＞餐飲 不顯著 不顯著 

賄選階段 不顯著 交付＞期約 不顯著 不顯著 

每票價值 不顯著 

5千↑>1千~2千 

5千↑>500~1千 

5千↑>500元↓ 

不顯著 不顯著 

查扣金額 

100 萬↑>10 萬↓ 

100 萬↑>10-20 萬 

100 萬↑>未查扣  

不顯著 
100 萬↑>10 萬↓ 

100 萬↑>未查扣

10 萬↓>100 萬↑ 

10-20 萬>100 萬↑

行賄人數 50人↑>5人↓ 不顯著 
50 人↑>5 人↓ 

50 人↑>6-50 人 
6-50 人>50 人↑ 

參選層級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擔任角色 操盤主導>協助行賄 操盤主導>協助行賄 操盤主導>協助行賄 操盤主導>協助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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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共犯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有無前科 
累犯>無 

累犯>他項 
不顯著 不顯著 

無>累犯 

無>賄選 

他項>累犯 

犯後態度 

不佳>良好 

不佳>未提 

未提>良好 

不佳>良好 

未提>良好 
不佳>良好 

良好>不佳 

良好>未提 

未提>不佳 

認罪與否 

不認>認罪 

不認>部分 

部分>認罪 

不認>認罪 不認>認罪 
認罪>不認 

認罪>部分 

其情可憫 適用>不適用 不顯著 不顯著 適用>不適用 

自首自白減

刑 

無>自白共犯 

無>自首 

無>自白 

自白>自白共犯 

無>自白共犯 

無>自白 

自白>自白共犯 

不顯著 自白>無 

發生區域 不顯著 

外島>北部 

外島>東部 

外島>南部 

外島>中部 

南部>北部 

中部>北部 

不顯著 不顯著 

性別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辯護人數 
3人>1人 

2 人>1 人 
2 人>1 人 2 人>1 人 1 人>2 人 

政黨 不顯著 其他政黨>民進黨 不顯著 不顯著 

身份 

候選人>幹部 

候選人>樁腳 

親屬>幹部 

親屬>樁腳 

候選人>樁腳 

親屬>樁腳 
候選人>樁腳 樁腳>候選人 

選舉結果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不顯著 

四、 影響行賄罪量刑之因素 

針對前述對量刑高低有影響之「顯著」因素本段進一步進行「逐步多元迴歸

分析」（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藉此建立有期徒刑之迴歸模型，已分析

自變項對於量刑之預測力，因此首先將自變數「查扣金額」、「行賄人數」、「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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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角色」、「有無前科」、「犯後態度」、「認罪與否」、「其情可憫」、「自

首自白減刑」、「辯護人數」及「被告身份」轉化為「虛擬變項」後進行多元迴

歸分析，轉換過程中，「查扣金額」將以「未查獲」作為比較基礎；「行賄人數」

將以「行賄 50 人以上」作為比較基礎；「擔任角色」將以「協助行賄」作為比

較基礎；「有無前科」將以「累犯」作為比較基礎；「犯後態度」將以「未記載」

作為比較基礎；「認罪與否」將以「部分認罪」作為比較基礎；「其情可憫」將

以「無適用」作為比較基礎；「自首自白減刑」將以「無自首自白」作為比較基

礎；「辯護人數」將以「3 人」作為比較基礎；「被告身份」將以「一般樁腳」

作為比較基礎。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4-4。 

表 4-4 影響刑期長短之因素 

投入變項順序 
決定係數

R2 
增加解 
釋量ΔR

B Beta (β) 顯著性 

不認罪(1)部分認罪(0) .584 .584 191.605 .232 .002**

操盤主導(1)協助行賄(0) .634 .050 50.378 .077 .012*

自白並查獲共犯(1)無自

首及自白(0) 
.658 .024 -543.931 -.299 .000***

5人(1)50人以上(0) .686 .028 -72.742 -.105 .000***

自白減刑(1)無自首及自

白(0) 
.703 .016 -255.458 -.356 .000***

適用(1)無適用(0) .741 .038 -261.613 -.243 .000***

自首減刑(1)無自首及自

白(0) 
.757 .017 -399.971 -.124 .000***

候選人(1)一般樁腳(0) .766 .008 122.036 .130 .000***

20至100萬(1)未查獲(0) .771 .005 145.997 .103 .000***

認罪(1)部分認罪(0) .775 .005 -145.892 -.184 .011*

候選人親屬(1)一般樁腳

(0) 
.779 .004 90.087 .081 .003**

10萬(1)未查獲(0) .783 .004 48.306 .073 .004**

無(1)累犯(0) .787 .003 -52.681 -.073 .017*

備註：*p<.05 **p<.01 ***p<.001 

表 4-4 顯示，共計有 13 預測變項納入迴歸模式中，決定係數值為.787，顯示

該 13 個變項共可解釋有期徒期之變異量的 78.7%，該模型具有極高之預測力。

在各變項方面，其中又以「不認罪-部分認罪」變項決定係數為.584 最高，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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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58.4%有期徒期之變異量，另「認罪-部分認罪」變項決定係數為.005，可解釋

0.5%變異量，兩者合計約可解釋約 6 成之變異量，顯見在法庭上認罪與否，對於

有期徒刑日數影響最大。 
此外，「不認罪-部分認罪」、「操盤主導-協助行賄」、「候選人-一般樁腳」、

「20、100 萬-未查獲」、「候選人親屬-一般樁腳」及「10 萬-未查獲」6 項變數

之 Beta 係數為正值，顯示上述變項將增加有期徒刑日數；相反地，「自白並查

獲共犯-無自首及自白」、「5 人-50 人以上」、「自白減刑-無自首及自白」、「適

用-無適用」、「自首減刑-無自首及自白」、「認罪-部分認罪」及「無-累犯」7
項變數之 Beta 係數為負值，這些變項將降低有期徒刑日數。 

總之，分析結果顯示顯著影響有期徒刑之因素為：法庭認罪、選罷法自首自

白減刑、扮演角色、受賄人數、刑法 59 條、被告身分、查扣金額及前科。 

伍、結論 

一、賄選行賄者之主刑與從刑特徵 

1.平均量刑低於法定刑度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中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3 年以

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金」，惟

經研究顯示，在 385 名遭判刑之被告中，平均宣告刑度為 753.29 天（約 2.06 年），

尚未達到法定最輕本刑 3 年以上之規定，顯示賄選行賄罪明顯量刑分佈普遍低於

法定刑度。 
我國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行賄罪由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法

提高法定刑為 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修正理由「為昭顯賄選行為之

惡性，並有效嚇阻賄選犯行，爰將原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顯示立法者認為賄選行為是「惡性」極重的行為，且認為

原來的「5 年以下有期徒刑」經過法院的實務操作結果，不能「有效」、「嚇阻」

賄選犯行，因此想要藉由提高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 3 年，超越得易科罰金、得

宣告緩刑之範圍，使法院不得做出易科罰金及不得緩刑之判決，以「有效」「嚇

阻」賄選犯行。惟依研究發現，雖然法定刑提高後，法官仍依《刑法》及《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酌量及減刑之規定，降低被告刑度，使得產生宣告刑低於法定

刑之情況；反之，若有被告適用刑法累犯或犯後態度不佳等加重或酌量刑度之規

定時，並未發現法官有判決宣告刑大於法定刑之情況，最後，在 385 名被告中，

遭判最輕徒刑為 0 天(即免刑)，最重徒刑為 2,190 天（6 年），甚至無被告遭判 6
年以上之被告，顯示法官針對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行賄罪之被

告，依其自由裁量權在進行量刑時，一般都不會出現重判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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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緩刑比例偏高 
《刑法》第 74 條規定，只要宣告刑為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未曾因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

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法官則可

依法宣告緩刑。雖然賄選行賄罪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但因適用刑法及選罷法相

關酌量及減刑規定，多數案件宣告刑均低於 2 年以下，法官依法則給予緩刑之宣

告，已違反當初修法目的（提高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 3 年，超越得易科罰金、

得宣告緩刑之範圍，使法院不得做出易科罰金及不得緩刑之判決），本文結果顯

示，在所有 385 件樣本數中，有 263 件遭宣判緩刑，其比例為 68.3%，將近有 7
成賄選案件均無需入監服刑，緩刑比例明顯偏高，變項鼓勵歷次選舉中從事賄選

而尚未經查獲的職業樁腳，或者其他潛在犯罪者，讓這些有意犯罪者認為可以繼

續進行賄選，只要第一次被抓到時認罪，即可換取緩刑宣告，根本無需入監服刑，

則將持續犯罪到被抓到為止，導致臺灣賄選案件頻傳，無法有效嚇阻賄選之發生。 

3.罰金比例偏低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中規定，除了判處有期徒刑外，得併科新

臺幣 10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金，惟經本文發現，在所有 385 名被告中，

竟只有 6 名被告遭判處罰金，比例為 1.5%，顯示多數賄選罪行賄被告均無需科

以罰金。原先選罷法中規定得併科罰金金額為 40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 2005
年修法後，立法者為嚇阻賄選之情事一再發生，故大幅調高罰金金額，惟該條文

中關於罰金之規定為「得」併科罰金，而不係「應」併科罰金，所以有無判處罰

金乃屬法官自由裁量權，多數法官在被告認罪且處以有期徒刑後，則不願意再科

以罰金，以致於罰金比例明顯偏低。 
賄選係以金錢去換取選票之行為，行賄者為贏得選戰，則以金錢去行賄，甚

至有些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還會考量其經濟狀況，民間則流傳「選舉無師傅、

用錢買就有」之流言。另刑法第 58 條中規定「科罰金時，應審酌犯人之資力及

犯罪所得之利益」，賄選罪之行賄者，既有金錢去從事賄選，顯示多數候選人都

具有一定經濟能力，法官在量刑時，應考量其經濟狀況，而處以罰金，令其不敢

再犯，未來法官量刑時，應增加罰金之比例。 

二、賄選方式與量刑 

賄選方式主要分為行賄方式、行賄階段、每票價值、查扣金額及行賄人數，

茲分述如下： 

1.量刑結果不受行賄方式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行賄方式以現金平均量刑約 769 日較高，餐飲平均量刑 607

日較低，惟各行賄方式之量刑差異未達顯著水準，顯見行賄方式並不會影響量刑

之結果。行賄方式分為現金、禮品、餐飲、旅遊及不正利益等方式，行賄者透過

各種不同方式進行賄選，其主要目的為換取選票，進而順利當選，各種行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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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意均相同，雖然現金流通性較高，不過現今社會資訊及交通發達，許多禮品

或有價證券等不正利益也可輕易轉賣或兌現；再者，研究發現，許多候選人為規

避司法查緝，刻意不以現金方式行賄，衍生出以提供工作、免費維修電腦等各式

各樣方式行賄，偌若法官對於現金行賄科以較高之量刑，無疑係變項鼓勵行賄者

以其他方式進行賄選，將增加查緝之難度，故行賄方式之不同，並不會影響法官

量刑。 

2.量刑結果不受行賄階段影響 
行賄階段分為行求、期約及交付，研究結果顯示，其中交付階段平均量刑

756 日為最高，期約平均量刑 717 日為最低，惟行賄階段之量刑差異未達顯著水

準，顯示行賄階段並不會影響量刑之結果。選罷法第 99 條中規定，無論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均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行求、期

約及交付行為都是投票行賄罪之階段行為，一旦在交付賄賂後，行求及期約行為

將被交付賄賂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可想而知，無論行求、期約及交付，其犯

意、可責性均相同，只是階段不同，欲交付賄賂之時間點不同，同樣侵害國家法

益，並不影響法官量刑。 

3.量刑結果不受每票價值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每票價值並不會影響量刑結果。依據最高法院 92 年臺上字

第 893 號判例，關於賄選罪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

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

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由於每個人對於金錢觀念認知不同，投票權人

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

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若單純每票價值論刑，未免太過

狹隘及限縮，仍應考量受賄人數及賄選規模等其他因素一同論之。若以個案為

例，甲案行賄者只向 1 人買票行賄 1 萬元，每票價值為 1 萬元，乙案行賄者向

20 人各買票行賄 500 元，每票價值為 500 元，甲、乙兩案行賄者都支付 1 萬元

進行賄選，然甲案每票價值較大，乙案雖每票價值較小，惟較能影響選舉結果，

其犯意及可責性較高，因此乙案將遭法官處以較重之刑責，顯見每票價值並不會

影響法官之量刑。 

4.查扣金額高者量刑較重 
研究結果顯示，查扣金額高低將會影響量刑之結果，本文發現，查扣金額較

高者，量刑將高於查扣金額較低者。檢察官指揮警調人員執行搜索時，時常會在

候選人、樁腳家中及競選總部內查獲大筆現金，依一般國人交易及儲蓄習慣，通

常不會預留大筆資金在家中，除了損失利息外，亦有遭盜之風險，候選人及樁腳

預留大筆現金之目的，則係為了進行賄選，查扣賄選資金越高者，代表將賄選規

模、範圍及人數越高，賄選犯意越明確，侵害國家法益程度也較高，因此查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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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高低將影響法官之量刑。 

5.受賄人數多量刑較重 
研究結果顯示，受賄人數高低顯著影響量刑結果。本文發現，受賄人數越多，

其量刑將較高，反之，受賄人數較少，其量刑亦較低。我國憲法基於平等原則，

每張選票所代表之意義相同，不會因為身分高低或種族不同，造成選票有加權效

果，由於當選與否的關鍵在於得票數高低，候選人為求當選，必須衝高得票數，

想當然爾買越多票，所得到之票數也將較高，意圖影響選舉結果，在論罪方面，

我國刑法在刪除連續犯規定後，依最高法院 99 年度第 5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行

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

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

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故行賄者在同一犯意下，接續對選民進行行賄，不

論行賄次數多寡，仍將以一罪論處。惟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將依受賄人數多寡，

來判定被告的犯意、惡性及侵害國家法益，受賄人數將影響法官之量刑。 

三、參選層級與量刑 

本文顯示，在各個參選層級中，以聯合賄選遭判平均有期徒刑約 885 日最

高，鄉鎮市代長選舉遭判平均有期徒刑約 666 日最低，案件數方面，以縣市議員

及村里長定罪案件 111 件為最多，縣市長選舉定罪案件 0 件為最少，經檢定後顯

示各層級間差異並不顯著，顯示參選層級並不會影響法官量刑。 

1.無罪判決及未起訴之案件 
本文僅針對法官定罪案件進行討論，許多無罪判決，或者是檢察官未起訴案

件，並未列入本文討論中。可想而知，尚有許多賄選案件，雖經司法調查，卻未

遭檢察官起訴，或者經檢察官起訴，卻遭法官宣判無罪，這些未起訴或無罪判決

的案件中，是否與參選層級不同有所關聯。中央層級賄選案件，在偵查階段時審

判階段時，早已運用關係及人脈將該案件擺平，致使檢察官不起訴或法官無罪宣

告，亦有可能根本就沒有進入司法調查的程序中，以致於遭法官定罪之賄選案

件，大多都是沒有特殊背景及相關人脈之案件，致使各參選層級在量刑上並無影

響。 

2.參選層級高者被告多為樁腳，參選人定罪機率低 
本文分析發現，在中央層級立委選舉中，共有 57 名被告，其中只有 2 名被

告是候選人，所占之比例為 3.5%；在基層村里長選舉中，共有 111 名被告，其

中 29 人為候選人，所占之比例為 26%；在基層鄉鎮市代表選舉中，共計有 25
名被告，其中有 6 人為候選人，所占之比例為 24%，顯示出中央層級候選人遭法

院定罪率遠低於基層選舉候選人，參選層級越高，多數遭判刑均為樁腳，由樁腳

出面頂罪，參選層級較低者，候選人被定罪機會大增，導致各參選層級在量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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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差異。 

3.重大賄選案件受社會輿論矚目，但量刑無異 
參選層級越高，受到社會囑目亦較高，相對候選人知名度及媒體曝光將大幅

提升，再加上現今資訊發達，一旦有重大賄選案件發生時，透過媒體的報導，將

成為社會討論及關注的重點，所以無論在偵查階段或是審判階段，媒體及民眾將

會持續追縱及瞭解案情發展，偌若法官判刑較輕時，恐將引起媒體及民眾不滿，

批評該名法官為恐龍法官，導致法官承上極大之輿論壓力，對於社會關注的案件

紛不敢輕判，導致各參選層級在量刑上並無差異。 

四、其他影響賄選行賄者量刑因素 

1.法定因素 

(1)刑法第 57 條酌量刑度 
主導賄選操盤者比協助行賄者刑度較高 
研究顯示，賄選案件中擔任角色不同，將影響法官之量刑。本文在樣本選擇

上，被告對象均為共同正犯，即行為人有兩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者，共同正犯之

間主觀上必須要有犯意的聯絡、客觀上要有犯罪行為的分擔，此時皆以正犯所犯

之罪來論罪科刑，為維持樣本一致性，已排除幫助犯等之被告，雖然被告均為正

犯，惟在參與程度仍有不同，故可區分為主導操盤者及協助行賄者，由於主導操

盤者犯意明確，且惡性較大，協助行賄者僅配合主導操盤者執行行賄，惡性較低，

因此對於法官量刑有所影響。 
有前科者刑度較高 
經研究顯示，有無前科，將影響法官之量刑。刑法 57 條第 5 項衡量犯罪行

為人之品行，前科將為其依據，品性佳、無前科者，法官大多會輕判，給予自新

的機會，品性差、有前科者，其再犯高，且未真心悔改，法官會判予較重之刑責；

此外，刑法 47 條中規定，關於累犯可加重 1/2 其刑，所以有無前科以及是否為

累犯，將影響法官量刑。 
認罪者刑度低於不認罪者 
研究顯示，法庭上是否認罪，將影響法官之量刑。第四章曾針對各項影響量

刑因素進行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發現其中以法庭認罪可解釋量刑之變異量最高，

顯見法庭認罪與否對於法官量刑影響程度最大，一般而言，在法庭認罪者，多獲

得法官輕判，反之，法庭上堅不認罪者，則遭法官重判。研究顯示，法庭上認罪

之被告，多數在偵查階段均已自白，適用選罷法減刑之規定，偌若未適用自白減

刑規定者，法官會依刑法 59 條其情可憫之規定減刑，尤其法庭上認罪者，法官

都會依刑法 57 條第 10 項犯罪態度良好而酌量刑度，因此認罪者刑度將遠低於不

認罪者。 

(2)引用刑法 59 條其情可憫者刑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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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有無適用刑法 59 條其情可憫之規定，將影響法官之量刑。賄選

案件刑責為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已屬刑法上之「重罪」，問題是，偵

查實務上，所能查獲之候選人賄選案件有限，往往所能查獲反係經濟弱勢之社會

階層者，且部分屬於賄賂甚微、犯行甚輕之賄選情狀，使得司法實務上將面臨「情

輕法重」之難題，法官面對這些案件時，受限於法定刑 3 年以上之規定，為了降

低被告刑度，大多會以刑法 59 條其情可憫規定予以減刑，因此刑法 59 條其情可

憫將影響法官之量刑。 

(3)偵查階段自首自白者刑度較低 
研究顯示，有無適用選罷法第 99 條自首自白之規定，將影響法官之量刑。

由於我國刑事案件眾多，訴訟案件審理曠日費時，為謀求程序的簡化，因此訂定

了相關自首自白減刑規定，希望被告能夠於偵查階段認罪，則可換取減刑，如此

一來，可節省訴訟及審判煩雜的過程，亦節省司法資源，故於偵查階段自首自白

者，法官無需花費較多時間進行審理，將依減刑規定判處較輕之刑責，而無自首

自白之被告，法官將處以較重之刑責。 

2.非法定因素：候選人比樁腳行賄者，刑度較高 
研究顯示，非法定因素方面，僅有被告角色對於法官量刑有影響。本文將被

告分為候選人、候選人親屬、競選總部幹部及一般樁腳等角色，其中以候選人及

候選人親屬行賄者，遭判之刑度較重，一般樁腳行賄，遭判之刑度較輕。賄選動

機及目的係求當選，一旦當選後，既得利益者即為候選人本身，因此候選人及其

親屬進行賄選時，可責性較高，而樁腳幫支持者行賄時，多數樁腳僅係幫忙，並

無獲得利益，其可責性較低，故被告角色將影響法官量刑。 

陸、建議 

一、訂定明確賄選行賄罪緩刑標準 

刑法第 74 條規定，只要宣告刑為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法官則可依法

宣告緩刑，故法官擁有緩刑與否之自由裁量權，有權宣告是否緩刑，惟有無緩刑

對於被告影響甚鉅。經研究顯示，在類似情節之賄選案中，被告都遭判 2 年以下

有期徒刑，但卻有部分法官認為應給予被告自新機會，宣告緩刑，有部分法官則

認為應依立法本意，未給予緩刑，雖自有所本，但在民眾立場，卻因法官認知及

觀念不同，造成民眾極大之影響，針對賄選罪緩刑部分，應建立起一套標準，讓

法官可依此標準判斷是否宣告緩刑，維持其公平性，減少民眾無所適從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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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刑理由應明確記載 

為避免遭民眾質疑判決不公之情況，對於量刑理由應明確記載，一般而言，

判決書中對於適用相關減刑或加重其刑之規定，均有明確記載，惟在《刑法》57
條酌量刑度方面，多數未有明確記載，僅記載「衡量被告已坦承認犯行，犯後態

度良好，參酌被告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情況、犯罪手段及其他一切情狀，各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從上述話語中，無法明確判別各項情狀如何酌量刑度，究竟

各情狀係增加刑度還是減少刑度，有無比較基礎或相關標準，至於《刑法》57
條其他各項內容，若未記載於判決書上者，竟究有無影響量刑，裁決書上均未明

文記載，讓法官有極大之自由裁量權，因此量刑理由應明確記載於判決書中，讓

民眾可一目瞭然。 

三、扮演角色、受賄人數、被告身分、查扣金額、每票行賄價值可納
入賄選行賄罪量刑考量因素 

《刑法》屬於基本法，《刑法》第 57 條雖明定 10 款酌量科刑之條文，仍無

法涵蓋所有犯罪案件之特性，因此針對賄選案件行賄罪，應在《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中修訂，加入每票價值、查扣金額及受賄人數作為量刑之依據。賄選罪中

行賄者主要係以金錢等方式來換取選票，以達當選之目的，故每票買票金額高

低，將影響民眾交換選票之意願，金錢高者，越容易動搖人心，也越有誘因，惟

不能僅單純考量每票行賄價值，仍應搭配考量實際及預計買票人數，買票人數越

多者，影響選舉結果越大，藉著每票價值、查扣金額及受賄人數可瞭解賄選範圍、

規模及影響選舉結果之程度，並可突顯被告惡性、犯意及可責性，瞭解侵害國家

法益之程度，因此法官審理賄選案件行賄罪時，應將每票價值、查扣金額及受賄

人數作為量刑依據。 
選舉制度為民主政治重要之舉才方式，應基於公平、公正及公開方式辦理，

選舉結果影響國家根基及人民權利至深且鉅，不得使金錢或其他利益介入選舉，

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法官獨立審判時，為避免外力干擾、各政黨政治力介

入、人情關說及社會輿論等各項壓力，應建立起賄選行賄罪之量刑準則，考量本

文中影響量刑之因素：扮演角色、受賄人數、被告身分、查扣金額、每票價值及

前科等因素，明確建立賄選行賄罪量刑準則，限縮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減少人為

操作之空間，也避免法官認知及經驗不同造成量刑不一之結果，儘可能達到量刑

公平，減少民怨之情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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